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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楚调”的兴起及其声腔的衍化

陈 志 勇

　　摘　要：明万历间袁中道《游居
!

录》记载了沙市新兴的戏曲声腔“楚调”。楚调并不是流行此地的青阳

腔、弋阳腔或四平腔的别称，而是具有独立品格的一种戏曲“新声”。楚调广泛流传，经过清前期与秦腔、昆腔

等“时调”的相互融合，至清中叶实现了与西皮调的合流，演化为皮黄声腔。楚调的名称逐步淡出，转而被称

为“汉调”、“黄腔”。新的汉调成为汉剧、京剧等皮黄剧种的艺术母体。探寻楚调的源起及其早期形态，对于

声腔史、剧种史及明清戏曲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楚调；汉调；皮黄声腔；声腔衍化；汉剧史；京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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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是南戏声腔浸孳、蘖变和繁衍的重要时期，不同的方音与南戏演出体制相结合，“改调歌
之”①，衍生出新的地方戏曲声腔。除了明中前期的“四大声腔”外，明末涌现出杭州腔、乐平腔、徽州腔、

青阳腔（池州调）、义乌腔、潮腔、泉腔、四平腔、石台腔、调腔等数种②。清初又出现弦索腔、罗罗腔、西秦

腔、高腔、襄阳腔等多种声腔，形成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四大声腔主导剧坛的新格局。在明末清初百余

年时间内，文人笔下频频出现“楚调”的身影，而各种声腔史、剧种史及戏曲史著作对楚调的声腔属性及

周边问题鲜有涉及，故撰此文作一些初步的探析，以推进皮黄声腔源起及其早期形态等问题的研究。

一、《游居
!

录》关于沙市楚调的记载

“楚调”，顾名思义，是以楚地方音为基础的腔调。江西人魏良辅曾在指导昆腔演唱技法的《南词引

证》中指出：“五方语音不同，有中州调、冀州调、弦索调，乃东坡所仿，偏于楚腔。”③他强调楚腔独特的语

音色彩及行腔方式，是一种与中州调、冀州调、弦索调不同的腔调。尽管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魏良辅

论及的“楚腔”就是一种独立的戏曲声腔，但视“楚腔”、“楚调”为一种方音腔调，晚明不少曲家是有明确

的认识的，如王骥德《曲律》“腔调”就指出：“乐之筐格在曲，而色泽在唱。古四方之音不同，而为声亦

异，于是有秦声，有赵曲，有燕歌，有吴蟎，有越唱，有楚调，有蜀音，有蔡讴。”④“楚调”在与“秦声”、“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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蟎”、“越唱”的对比中，曲调的“音不同”、“声亦异”的特性得以凸显。

其实在明末，楚调不但以乐曲腔调的形态而存在，同时也以戏曲声腔的面貌出现于楚地文人观剧生

活的文字记录中。曾做过襄阳太守的徽州人汪道昆记录了湖广京山人李维桢蓄养家乐的情况，诗题《赠

李太史本宁五首》其二云：“独擅阳春楚调工，重开宣室贾生同。虚传骏骨收燕市，转见蛾（峨）眉出汉

宫。”①李维桢（１５４７—１６２６），字本宁，湖广京山人。隆庆二年（１５６８）进士，选庶吉士，除编修，进修撰，出
为陕西右参议，迁提学副使。天启四年（１６２４）拜南礼部右侍郎，升尚书，乞归。《全明散曲》辑录其散曲
一套，另从其所撰《南曲全谱题辞》②都能看出李维桢是熟知音律的戏曲行家。李维桢自己也曾有“郢曲

阳春布，吴歌子夜阑”③的诗句来描写参加楚地文士家宴演剧的情景。李维桢和汪道昆诗句中的“郢曲

阳春”、“阳春楚调”，都透露出当时家乐搬演的就是以楚地方音演唱的楚调戏曲。

对楚调演剧样貌记述更详的是湖广公安人袁中道的日记《游居
!

录》，此书记载了万历四十三年

（１６１５）间他在沙市与当地朱氏王孙、文士豪客一起观看昆曲、楚调演出的情况。
是年二月间，他赴王维南家宴，家乐演出楚调《金钗记》，“赴王太学维南名

"

席，出歌儿演《金钗》。

因叹李杜诗、《琵琶》、《金钗记》，皆可泣鬼神。古人立言，不到泣鬼神处不休。今人水上棒，隔靴痒

也”④。袁中道观剧后，将《金钗记》与李杜诗、南戏之祖《琵琶记》相提并论，叹曰“皆可泣鬼神”，说明楚

调《金钗记》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不久，袁中郎又记载其前往西城赴约参加王孙小泉的宴席，王府有自己的“歌儿”，搬演新排的剧目。

赴西城王孙小泉席，地较东城为僻，过湘城后湖宛，如村落，人家多茂林修竹。王孙家有歌儿，

花径药圃具备，泛舟清渠，可数里。夜饮，出小伶演新剧。⑤

次月，袁中道应沅洲王孙的邀请，赴宴观剧。“新到吴伶”搬演的是昆曲《明珠记》。

沅洲王孙早以字来留行，同诸公至江头共饮。是日大风雨，亦不能行。坐中有言新到吴伶，歌

曲佳甚，诸公再订明日听歌之约。

诸公共至徐寓，演《明珠》，久不闻吴蟎矣，今日复入耳中，温润恬和，能去人之燥竞。谁谓声音

之道，无关性情耶？⑥

“久不闻吴蟎”数语，说明袁中道在沙市观看的戏剧，或主要限于楚调。昆曲“温润恬和”的腔体属

性，使小修发出“能去人之燥竞”的感叹。

中秋过后，袁中道又和诸王孙一起宴饮观剧。吴伶、楚班间演，昆曲《幽闺记》和楚调《金钗记》轮番

搬上红氍毹。

晚赴瀛洲、沅洲、文华、谦元、泰元诸王孙之饯，诸王孙皆有志诗学者也。时优伶二部间作，一为

吴蟎，一为楚调。吴演《幽闺》、楚演《金钗》。予笑曰：“此天所以限吴、楚也”。⑦

观看完两部经典的名剧，袁中道发出“此天所以限吴、楚也”。此语不仅说明昆曲风行全国，更透露出在当

时江汉平原的重要城市沙市，楚调已经与昆曲分庭抗礼，各有千秋，进而说明楚调在沙市及周边地区正处于兴

盛时期。斯时，不仅有让袁中道等雅集文士赞叹的“可泣鬼神”的楚班，而且有比肩《琵琶记》、《幽闺记》、《明

珠记》的经典剧目《金钗记》。关于《金钗记》的剧目内容，扬铎主张是演周贵生、丘凤娇情事的《碧明镜》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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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⑧

汪道昆：《太函集》，《续修四库全书》第 １３４８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４１４ 页。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 １２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１５３ 册，济南：齐鲁书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５８８ 页。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 ２《十四夜吴宅灯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１５０ 册，第 ３４９ 页。

⑤⑥⑦　袁中道：《珂雪斋集》，钱伯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１３３０，１３３２，１３４７，１３４８ 页。
汉剧《碧明镜》，又名《双合家》，演周贵生原聘丘凤娇，岳父丘登高嫌婿贫穷，强令退婚。贵生之父周鉴不允，被丘

父诬陷杀人而下狱。周贵生约会凤娇，娇赠以金钗，誓不另嫁。丘父再诬陷贵生杀人，逮送县衙。周氏父子，一同被判问

斩，凤娇法场哭祭。幸遇定国侯昭雪冤案，释周家父子。欲斩丘登高，贵生代为求情，登高深为感动。周、丘两家和好，贵生

与凤娇成婚。（参扬铎：《汉剧传统剧目考证》，武汉：武汉市文联戏剧部、武汉汉剧院艺术室编印，１９８１ 年，第 ２００—２０１ 页）



流沙认为是仿效《钗钏记》的《刘孝女金钗记》①；陈历明则推测是潮州出土戏文《刘希必金钗记》同一剧

目②。然因袁中道日记所载甚简，终难坐实。

袁中道《游居
!

录》对万历年间沙市楚调的记载，彰显楚调已经在沙市受到文人雅士的欢迎，成为

他们置办家乐的理想选择。但此时沙市的“楚调”是否仅是晚明“一地之声腔”的例案，还是有一定流播

范围？是昙花一现，还是在入清后继续存在？此外，楚调具有怎样的声腔属性？与流行沙市的弋阳腔、

青阳腔、四平腔等“时调”又有何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究。

二、万历间沙市《金钗记》的声腔归属

《金钗记》是万历间沙市“楚调”的代表剧目，因为它高超的艺术水平，而被搬上当地王孙文士的堂

会，并被袁中道记载了下来。那么，《金钗记》究竟属于什么声腔呢？弄清这个疑问，事关“楚调”在中国

戏曲史上，能否以独立的戏曲声腔获得承认的问题。

在声腔归属上，有学者认为《金钗记》就是万历年间沙市流行的青阳腔剧目③。事实果真如此吗？

青阳腔发端于安徽省青阳县，明代隶池州府，故又谓池州调。青阳腔在嘉靖、万历年间风行一时，传播迅

速，如万历年间福建建阳刊行的《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就将青阳调列为流行的时调，择选经典

的折子戏予以刊行。编选者叶志元在书前特意强调：“千家摘锦，坊刻颇多，选者俱用古套，悉未见其妙

耳。予特去故增新，得京传时兴新曲数折，载于篇首，知音律者幸鉴之。”④几乎同时，又出现了江西汝川

黄文华精选的《鼎雕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已将青阳腔与昆腔并列于受广泛欢迎和流行的“时调”。

此外，选收青阳腔折子戏的明末戏曲选本还有《新撰南北时尚青昆合选乐府歌舞台》、《新选南北乐府时

调青昆》等。胡文焕选编于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至二十四年（１５９６）间的《群音类选》“诸腔类”，也将青
阳腔与弋阳、太平、四平等腔同列。

风靡一时的青阳腔，很快流传到了长江中游的港口城市沙市。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在北
京给沙市时任荆关抽分的友人沈朝焕的信中写道，人生有数苦，而身处“南郡地暖”的“兄丈”，就要忍受

“歌儿皆青阳过江，字眼既讹，音复干硬”之苦⑤。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袁宏道返乡，在描写当时沙市的竹
枝词中也批评青阳腔的俚俗：“一片春烟剪鄃罗，吴声软媚似吴娥。楚妃不解调吴肉，硬字干音信口

礠。”⑥“硬字干音信口礠”，是当时喜爱昆曲的文人雅士对青阳腔的一致看法。与“公安三袁”邻郡的戏

曲家龙膺，在《诗谑》中也有嘲谑青阳腔演出的诗句：“弥空冰霰似筛糠，杂剧尊前笑满堂。梁泊旋风涂

脸汉，沙沱腊雪咬脐郎。断机节烈情无赖，投笔英雄意可伤。何物最娱庸俗耳，敲锣打鼓闹青阳。”⑦因

为青阳腔喧闹以及舞台艺术相对粗陋，被龙膺斥为“庸俗耳”。在《中原音韵问》中，龙膺更是写下了大

段鄙视青阳腔的语句：“抑且专尚蛮俗谐谑、构肆打油之语，衬銷砌凑为词，如青阳等腔，徒取悦于市井

０２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杂调”著录《金钗记》：“全效《钗钏》，何秽恶至此。”《大明天下春》卷 ８ 上层题为《刘孝女
金钗记》，选有《张子敬钓鱼》。剧演书生张子敬江边垂钓奉亲，有刘孝女随父乘舟赴任，江心落水，为子敬所救。子敬见

孝女穷途至极，劝说与其一道归家（参流沙：《明代湖北“楚调”浅探》，《长江戏剧》１９８２ 年第 ５ 期）。
《刘希必金钗记》于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在粤东的潮安出土，演西汉年间，南阳书生刘文龙（字希必）辞别新婚妻子肖氏

赴京赶考，临别以半支金钗、半面菱花镜及一只弓鞋为表记。后刘文龙高中状元，因拒曹丞相招婿，被遣护送明妃出使西

番，到达西番又被招为驸马。留番邦十八年，终被放归故国。汉帝嘉其忠孝，衣锦还乡，凭“三般古记”对认，夫妻团圆（参

陈历明：《潮州出土戏文珍本〈金钗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６２ 页）。
陈历明：《潮州出土戏文珍本〈金钗记〉》，第 １６２ 页。
叶志元：《词林一枝》卷首，《善本戏曲丛刊》初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３ 年影印本。
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 ２《敝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７５ 页。
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 ２７《潇碧堂集》，第 ８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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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游女之耳。置之几案，殊污人目，是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也。”①作为戏曲家的龙膺与“公安三袁”交往

密切，他对青阳腔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袁氏兄弟对戏曲艺术的审美取向。

青阳腔尽管很风行，但取材庸俗，行腔干硬，格调蛮俗谐谑，而遭到士大夫的鄙弃，故廖奔先生认为

青阳腔虽与昆腔同为广受欢迎的“时调”，但“隶属的阶层不同，一为民间百姓，一为文人士大夫”②，此论

甚是。由此视之，能受到袁中道称赏的楚调《金钗记》，绝不应是腔硬调高、锣鼓喧阗的青阳腔。

万历间沙市的楚调不是青阳腔，那么会不会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是流传于此地的弋阳腔呢③？弋阳

腔因为“错用乡语”，加用滚调，内容浅俗，搬演热闹，很受下层民众的欢迎，流播甚广，在晚明的沙市也

聚集了为数不少的弋阳腔伶人。万历三十七年（１６０９），汤显祖《赠郢上弟子》云：“年展高腔发柱歌，月
明横泪向山河。从来郢市夸能手，今日琵琶饭甑多。”④这首诗是为“怀姜奇方张居谦叔侄”作，姜奇方曾

任宣城知县，湖广监利人。张居谦，张居正之幼弟，湖广钟祥人。汤显祖在诗中，引用《北梦琐言》“琵琶

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的典故，以“饭甑多”来形容来沙市（郢市）献艺的高腔（即弋阳腔）伶人之多。

其实，袁中道兄弟对弋阳腔并不陌生。袁宏道在《瓶史》“十二鉴戒”中就将弋阳腔与“丑女折戴”相

提并论⑤，意谓美妙的时境若唱弋阳戏，就如“丑女戴花”一样。袁中道《采石度岁记》记载万历间他“从

北来入新安”，游太白祠，“舟人有少年能唱弋阳腔者，亦自流利可喜”⑥。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三月，袁
中道到邻县桃源游玩，就遭遇“张阿蒙诸公携?宫中，带得弋阳梨园一部佐酒”⑦。既然袁中道对弋阳腔

颇为熟悉，那么他不会简单地将楚调与弋阳腔相混淆。况且从艺术形态上看，弋阳腔多用江西土曲，“句

调长短，声音高下，可以随心入腔，故总不必合调”⑧，加之锣鼓司节，一唱众和，喜用滚调，与文士追求的

宁静舒邈、高雅恬淡的堂会情景也并不相恰。由此看来，为袁中道所推崇的《金钗记》楚调，也不会是俚

俗喧阗的弋阳腔。

也有学者认为袁中道所推崇的楚调为四平腔，“这种名为‘楚调’的新声，就是‘四平腔’。———或是

‘四平腔’流传于沙市，抑或‘四平腔’在沙市的萌发、演进、形成”⑨。四平腔最早见载于明顾起元《客座

赘语》卷 ９“戏剧”条：“又有四平，乃稍变弋阳而令人可通者。”瑏瑠清初刘廷玑《在园杂志》卷 ３ 亦指出：“近
今且变弋阳腔为四平腔、京腔、卫腔。”瑏瑡刘廷玑虽谓四平腔演化自弋阳腔是在近年，时间研判上有错误，

但裁定四平调的源头为弋阳腔，却是有据可依的。关于四平腔的特点，清初李渔讲得很清楚：“弋阳、四

平等腔，字多音少，一泄而尽。又有一人启口，数人接腔者，名为一人，实出众口。”瑏瑢据李渔的说法，四平

腔特点之一是“字多音少”，音促节密，与昆曲“字少音繁”舒邈的特点，大相径庭。特点之二是一唱众

和，有帮腔。此二点，显然都与袁中郎《游居
!

录》中透露楚调亦如昆腔能“去燥竞”的特点，不相符合。

据上所论，可以排除万历年间楚调为沙市盛行的青阳腔、弋阳腔、四平腔。我以为，《金钗记》的声

腔当属于以楚地方音为基础的、已具独立品质的一种“新声”。

１２

明末清初“楚调”的兴起及其声腔的衍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龙膺著，梁颂成、刘梦初校点：《龙膺集》卷 ２１，第 ３７９ 页。
廖奔：《中国戏曲声腔源流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６６ 页。
流沙先生认为万历沙市流行的《金钗记》为弋阳腔（参流沙：《明代湖北“楚调”浅探》，《长江戏剧》１９８２ 年

第 ５ 期）。
汤显祖著，徐朔方点校：《汤显祖全集》（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９５２ 页。
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 ２４《瓶史》，第 ８２８ 页。
袁中道：《珂雪斋集》前集卷 １６，第 ６９２—６９３ 页。
袁中道：《珂雪斋集》卷 ８“游居

!

录”，第 １２８２ 页。
凌初：《谭曲杂札》，《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第 ２５４ 页。
刘广禄：《“楚调”新探十议》，《沙市文化志》编纂办公室编：《沙市文化史料》，１９８２ 年，第 ３４７ 页。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 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第 ３０３ 页。
刘廷玑著，张守谦校点：《在园杂志》卷 ３，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８９ 页。
李渔：《闲情偶寄》卷 ２，《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第 ３３ 页。



三、明末清初楚调的兴起及与诸腔的融合

楚调在明末跻身于沙市诸腔竞发的剧坛格局，不断向周边传播，与其他声腔相互融合，相互竞争。

楚调在向外扩展和传播过程中，自身的腔体特征和戏曲质素渐趋鲜明。

首先，明末清初的曲家、文士，已经能将楚调从周边众多流行的戏曲声腔中区分开来。换言之，楚调

已经以独立戏曲声腔的姿态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

明万历间宋懋澄《九硁续集》卷 １０ 记载：
盖天下优人十九出弋阳，故土人好胜，一至于此。吴人云：“江阴莫动手，无锡莫动口”，岂特弋

阳哉？然吴歌楚调不相入如薰莸，彼其相和如东西，司长俱有竞心，都无雍和之雅。又腔曰“乐

平”，地属饶州，岂凤游鹤阜，独协八音，以予听之，然欤否也？又其次曰“青阳”，乃南国矣。①

弋阳腔、乐平调出自江西，青阳腔（池州调）产自安徽，都是邻省衍生的“时调”声腔，它们在楚地广

泛传播。但宋懋澄却能清楚地将楚调与弋阳腔、乐平调、青阳腔区分开来，这从侧面告诉我们楚调自身

的声腔特性是明晰的。

其次，楚调孕育、繁荣于明末的沙市，逐步向周边扩散影响，说明其具备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和传播

能力。

明末的沙市能孕育出楚调，首当归功于其作为长江港口的独特地理地位，“蜀舟吴船欲下上者，必于

此”，因此“沙市明末极盛，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巷。舟车辐凑，繁盛甲宇内，即今之京师姑苏，皆不

及也”②。此言或有过誉之嫌，但也一定程度地描绘出明清之际沙市作为内河重要港口城市繁荣的景

象。一般而言，城市经济的繁荣必将促进戏曲文化消费。明末鄂西容美土司田九龄（字子寿）游荆沙时

就写下“江汉风流化不群，管弦久向日边闻”③，“泽在漫寻游猎迹，台荒空忆管弦秋”④的诗句，以记其在

沙市所见繁盛的演剧面貌。这些记载和袁中道《游居
!

录》中关于楚调的记录，都充分表明沙市是楚调

的诞生地和大本营。

楚调在沙市形成和兴盛后，随着文士的从宦和交游，逐步扩散到周边及更远的地域。其中，“公安三

袁”就是很重要的媒介。鄂西容美土司子弟中，田宗文与袁中道关系密切，很有可能将沙市的楚调“引

入”鹤峰土司。虽未见明末容美土司搬演楚调的直接记载，但在清初康熙年间容美土司田舜年家中，田

氏父子各有戏曲家班。田舜年的家班，“女优皆十七八好女郎，声色皆佳，初学吴腔，终带楚调；男优皆秦

腔，反可听”⑤。“终带楚调”既可理解为家乐伶人为楚人，带有楚地口音，也可以理解为这班楚伶原先是

习楚调的，现在兼习昆曲，唱音难改。既如此，那么在秦腔、昆腔风行的清初，土司田舜年家乐已经是楚

调与昆、秦诸腔竞陈的局面。

事实显示，明末至清初，楚腔已与昆、秦诸调一起，成为一支流播大江南北的重要戏曲声腔。往西，

楚调传播至鄂西容美；往东，越过长江，还可以看到楚调传播至鄂东南嘉鱼的情形。《湖北诗征传略》卷

３ 谓：“朱竹篘乃谓：楚调变而至于尹宣子，正音为之扫地，则未免过刻之论也。”⑥朱竹篘，即朱彝尊
（１６２９—１７０９），清初著名的词人、学者，号竹篘，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尹宣子，名民兴，字宣子，号洞
庭，湖广嘉鱼人，崇祯进士，官至太仆寺卿。南明王朝灭亡后，返乡归隐，卒于家。尹宣子熟谙音律，致仕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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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隐居乡里，建造园林，家乐自娱，伶人搬演的就是楚调。尹氏家乐搬演楚调而将“正音（昆腔）扫地”，

除透露出尹氏对“楚调”的喜爱外，也说明楚调腔体具有别于“正音”的方音性质。

楚调往南，传至常（德）、岳（阳）地区。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巴陵（今湖南岳阳）人杨翔凤有《岳阳楼
观马元戎家乐》诗：“岳阳城下锦如簇，历落风尘破聋鼓。秦筑楚语越箜篌，种种伤心何足数。”①明末左

良玉部将马元戎镇守岳阳多年，军戏艺人所唱演的“秦筑楚语”，显示秦声、楚调已同台合流演出。

楚调再往东南方向，传至江西建安。汤显祖《建安王夜宴》诗云：“徵歌一一从南楚，守器累累奉北

藩。巧笑旧沾词客醉，博山通晓奉余温。”②据《明史》卷 １２０“诸王世表三”，建安王朱多 万历元年

（１５７３）袭封，二十九年（１６０１）薨③。当时的江右是戏曲中心之一，建安王能从“南楚”引进的“新声”，必

为楚地特色之声腔。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非勃兴之楚调“新声”莫属。

通过对以上零星文献的梳理，楚调在明末沙市孕育形成后，主要通过文人雅士的途径，向周边进行

传播，扩大影响，逐步演化为一种个性色彩鲜明的地方声腔。

再次，明末清初，楚调独特声腔品格的确立，是在与昆腔、秦声诸腔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达成的。这一

时期，“楚调”成为文士喜爱的戏曲新声，成为他们置办家乐的重要选择。

屠隆《长安元夕听武生吴歌》中有“千人楚调谁堪和，一曲吴蟎总断魂”④的诗句，此诗提及的“武

生”是一位唱昆腔水平很高的演员，但从“千人楚调谁堪和”一句来看，“楚调”已和戏曲声腔“吴蟎”比

肩而出，十分流行。屠隆《集徐翁仍天均馆同叶虞叔》亦载“楚调”：“西园才子风流甚，楚曲吴歌手自

调。”⑤屠隆精通曲律，不仅创作过昆腔的《凤仪阁乐府》三种，还酷好弋阳腔，冯梦桢《快雪堂日记》记载，

万历二十八年（１５９０）九月二十八日，“唐季泉等宴寿岳翁，扳余作陪，搬弋阳戏。夜半而散，疲苦之极，
因思长卿乃好此声，嗜痂之癖，殆不可解”⑥。尽管冯梦桢不喜好弋阳腔，但屠隆却有“嗜痂之癖”，说明

屠长卿是熟谙弋腔的。在屠隆的诗句中反复出现“楚调”，我们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其一，屠隆所具

备的曲学修养能区分楚调与弋阳腔，由此亦可旁证上文袁中道笔下的《金钗记》的楚调不与弋阳腔相混

淆的结论。其二，楚调与昆曲同时竞演，说明楚调已经广为江浙一带文士所接受，其传播区域进一步扩

大。其三，值得充分重视的是，不论是袁中道的《游居
!

录》还是上文所引屠隆诗句，其中的“楚调”都是

和昆曲同时出现在文人雅士堂会之上，由此揭示出楚调具有接近昆腔“静雅”的特性。

楚调“静雅”的声腔特点，使之在顺、康间昆腔家乐极盛之时，作为一种“新声”而成为文人士夫家乐

的重要选择。清初诗人吴伟业于康熙六年（１６６７）曾对楚调传播的总体面貌有过描述：“方今大江南北，
风流儒雅，选新声而歌楚调。”⑦这句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楚调作为一种新兴的戏曲声腔受到文人的高

度关注。清初顾嗣立《观迟辰州澹生家乐即席口占四绝》（其二）云：“舞袖歌喉变入神，吴愉（蟎）楚艳

杂西秦。也知世上知音少，时顾筵前顾曲人。”⑧顾嗣立（１６６５—１７２２），字侠君，号闾邱，江苏长洲（今苏
州）人。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进士，曾预修《佩文韵府》，授知县，以疾归，博学有才名，著有《秀野集》、
《闾邱集》。从顾嗣立的诗句可知，迟澹生家乐为昆腔、楚调、秦腔的大杂烩，楚调已经同其他流行的“时

调”充分交融。这样的情况还出现于浙江秀水项公定的家乐，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 １ 载：“（项公定）
中岁颇娱声酒，尝招余出歌童相侑，备秦巴荆越之音。”⑨此处的“荆音”即指荆州中心城市沙市一带兴起

的楚调。楚调与秦腔、川戏、越调一起进入江南文士的堂会，反映了戏曲消费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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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反映这种新动向的是被称誉为“浙中名部”①的查继佐家乐“十些班”。毛奇龄《查继佐客淮复

买小
#

头自随，短句为寿，或云嘲焉，并命
#

头歌之》组诗（六首之五）云：“旧部能吴舞，新人解楚歌。”②

查继佐先前所蓄乐部擅长昆曲，而后来改唱楚调，“十些新变楚词耶”③。他以楚辞声尾“些”呼歌儿，其

“家伶独胜，虽吴下弗逮也。娇童十辈，容并如姝”，而查继佐“数以花艶载往大江南北诸胜区，与贵达名

流，歌宴赋诗以为娱”④。查继佐家乐改昆腔歌楚调，表明查氏个人爱好的转移。查继佐携歌“楚调”的

“十些班”游弋于“贵达名流”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楚调的影响；江南名流对查氏家乐的接受和喜

爱，表明士人阶层对楚调的接纳和喜爱，并折射出楚调“新声”的兴起所导致的剧坛审美风尚的新变化。

总之，如清代曲学家凌廷堪所总结的“自明以来，家操楚调，户擅吴蟎”⑤，楚调在明末清初迅速兴

起，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声”，并对戏曲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于

上层文士家乐对戏曲声腔选择的新变化，也体现在文人雅士对楚调艺术品格的定位和重塑，进而使之成

为明末清初戏曲腔系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楚调的存在和壮大，扩散和融合，为清代中叶汉调的形

成，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础。

四、楚调向皮黄汉调的声腔衍化

由于相关文献的稀少，我们很难完整地描绘明末清初楚调的艺术品格，但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其

一，楚调具有楚地方音的特点。由于孕育地为沙市，而沙市的方音属于北方方言区“西南官话”，与今天

的汉口、常德、岳阳、宜昌、鄂西、重庆等地为同一方言区。古今移民，五方杂厝，外来方言与本地土语互

相融合，沙市的方音形成了“咬字轻浅，清亮而不高亢，娓婉而不软媚”的特点⑥。其二，沙市方音“清亮

娓婉”的特点，赋予了楚调雅正绵邈的声腔属性，与文人雅士家乐堂会演剧的氛围和境界颇为契合，故受

到沙市王孙文士的青睐，从而与昆腔共陈于厅堂氍毹。这也是袁中郎感叹“此天所以限吴楚也”的原因

所在。

明末清初楚调雅正绵邈的声腔属性，与清中叶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描绘的“急是西皮缓二黄”中二

黄调“缓”的总体特征完全一致。正因艺术血脉的延续，清中叶人们也习惯以“楚调”称呼已经西皮、二

黄合流的皮黄声腔。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 ４ 有诗句云：“吴讴楚调管弦催，翠鬓红裙结伴来。除却寒
风和暑雨，后湖日日有花开。”⑦范锴《汉口丛谈》亦收录有金粟庵主人的诗：“清扬楚调吴侬让，及见吴侬

又如何？寄语双双小红豆，可来此处舞婆娑。”⑧从地方戏曲艺术传承的相对稳定性和艺术关联性来看，

明末清初流传甚广的楚调，与清中期楚地风行的二黄调血脉相承。换言之，明末孕育于沙市的楚调当就

是清代湖北二黄调的前身。

声腔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在地化”演变，是中国戏曲声腔蘖变和衍化的基本模式。绵邈舒缓的楚地

二黄调，遇到从汉江顺流而下的秦腔，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很自然地走到一起。高亢激越的秦腔便于抒发

激越的情绪，流利宛转的二黄调便于表现舒缓的场景，迥异的声腔属性促成二者的互补和合流。清乾隆

年间，由楚调一路走来的二黄调，终于与由秦腔转化的西皮调在湖北地区实现合流，合流的地点在汉口。

关于西皮、二黄的合流形态，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在此不赘⑨。稍作补充的是，皮黄合流选择汉口，与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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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地理位置、繁荣的港口贸易有关。嘉靖年间正式设立汉口镇后，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

通条件，汉口镇初具规模，“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①，商品贸易得以快速发展。至清初，优

越的地理位置，致使汉口的商品经济又有了长足发展。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汉口不特为楚省咽

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

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

其势，西则惟汉口耳。”②到了清中叶的乾、嘉时期，汉口的经济指标不仅成为全省的风向标，同时也成为

全国贸易经济的晴雨表，“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户口二

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

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

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③。各地的商帮汇聚汉口设立会馆，据统计，汉口的各地商帮建成的各类会

馆、会所至晚清时多达 １７８ 所④。众多商帮会馆中尤以山陕会馆规模最大，其正殿、正殿两侧、财神殿、天

后殿、七圣殿、文昌殿，每殿皆建有戏台，一共有七座之多。商路即戏路，楚调与各地商帮带来的家乡戏

（其中就有秦腔）在会馆戏台轮番上演，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汉口处于汉江和长江的交汇点，陕西秦腔顺汉江而下，沙市楚调（二黄腔）沿长江而至，最终熔冶于

一炉。楚调二黄和秦腔西皮在汉口的合流，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汉水文化和长江文化互补的结果。从音

乐风格上看，西皮激越悲怆，故多表现愤怒、悲伤、控诉等题材、曲段；二黄舒缓雅静，则多表现人物抒情、

雅致的场景。楚地戏曲艺人所创造的西皮、二黄的合流，就音乐形态而言，获得了对比与统一的完美平

衡，体现出他们融汇南北戏曲艺术优长的集体智慧。从组曲形态上看，皮黄声腔“既不象高腔、昆曲用那

么多的曲牌来联唱，以至对比有余、统一不够；也不像梆子腔都唱一个腔调，统一有余、对比显欠；而是运

用多种声腔的多种板式变化，将音乐的对比统一推到一个相对平衡的高度”⑤。西皮、二黄在地域文化、

音乐风格和组曲形态上的南北融汇，赋予皮黄腔“融合多家，自成一家”的文化品格和声腔属性，造就了

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传播力。

于汉口合流后的皮黄声腔，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仍然被称为“楚调”。乾隆年间在潮州做官的江西

临川人乐钧所作《韩江?歌一百首》中的一首诗云：“马锣喧击杂胡琴，楚调秦腔间土音。昨夜随郎看影

戏，月中遗落凤头簪。”⑥这首竹枝词记叙了当时潮州等地男女结伴通宵观看影戏的情况。影戏唱的是

楚调秦腔，而且以马锣击节，用胡琴伴奏。秦腔，用板胡；皮黄，用胡琴。胡琴对板腔体皮黄声腔的形成

具有标志性意义⑦。这种演剧的音乐形式，就是外江皮黄声腔传入粤东的集中体现。与乐钧这首竹枝词

几乎同时的另一首竹枝词，是乾隆年间嘉应人李宁圃的《程江竹枝词》：“江上潇潇暮雨时，家家蓬底理

哀丝。怪他楚调兼潮调，半唱消魂绝妙词。”⑧这首竹枝词见于袁枚的《随园诗话》卷 １６，是袁枚在广州听
人传唱的。李宁圃这首《程江竹枝词》中提及的程江，是韩江的上游。据笔者考证，所唱的楚调是已经

传入粤东地区的汉调⑨，只是由花艇上的本地歌伎清唱，自然就夹杂着潮音了。这也说明此时楚调流入

粤东地区，受到当地士子文人的欢迎，以至歌伎也学来迎合他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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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楚伶将皮黄合奏的皮黄腔带进北京，各种帝京文献延续传统，仍以“楚调”称之。《燕兰小谱》

卷 ４ 题咏楚伶四喜官：“本是梁溪队里人，爱歌楚调一番新。”①道光八年（１８２８）或稍后刊印的《燕台鸿爪
集》亦如此称谓王洪贵、李六所善“新声”为“楚调”：“京师尚楚调，乐工如王洪贵、李六，以善为新声称于

时。”②

与此同时，也有以地域相称为“楚腔”的。乾隆四十五至四十六年，圣谕命令各省巡抚将有违碍字

句的戏曲（删）本解京销毁，在各省巡抚的奏折中，客观地描述了各地戏曲声腔即包括楚腔在各省传播

的情况。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淮盐政伊龄阿复奏查办戏曲奏折说：“湖广之楚腔与安庆石牌腔、山陕之
秦腔、江西之弋阳腔，在“江广、四川、云贵、两广、闽浙等省，皆所盛行”③。

次年，湖广总督舒常、湖北巡抚郑大进的奏折报告湖北的声腔活动称：“惟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

楚腔等项，虽声调各别，皆极为鄙俚，使人易于晓解。”④同年，江西巡抚郝硕⑤、广东巡抚李湖⑥回奏广

东、江西也有楚腔活动。稍后，道光朝广东番禺的一位名叫张维屏的进士，从湖北做官回到广州作了一

首竹枝词《笛》：“楚腔激越少温柔［１］，解意双鬓发妙讴。玉笛听来都易辨，扫花折柳又藏舟［２］。”（原注：

［１］梆子、宜黄俱近楚腔。［２］珠江唱昆曲多此三阙）⑦张维屏生于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道光年间先后
任湖北广济知县、同知、南康知府，辞官后回家乡定居。这首竹枝词正是张维屏回广州所记，至少有两点

值得我们重视：其一，张维屏曾在湖北广济县为官，而广济正是地处鄂东的黄冈，是余三胜等人的家乡，

道光时此地十分盛行皮黄声腔。从常理推测，张维屏在此地作父母官肯定没少接触该地皮黄戏。其二，

张维屏在广州看到的梆、黄，正是皮黄声腔，所以他说“俱近楚腔”。

更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是，在清道光及其后，多以“汉调”来称谓皮黄合流的楚调，如崇彝的《道咸

以来朝野杂记》。他在描述徽班进京的情况时说：“盖三庆最早，乾隆八旬万寿，自安徽来京，徽人多彼

时所谓新腔，因以前多汉调也。”⑧楚伶带来的家乡戏曲声腔皮黄调，在北京剧坛的影响逐步扩大，至道

光末年楚伶自己掌握了春台、和春等徽班，形成“班曰徽班，调曰汉调”⑨的北京剧坛新格局。

在皮黄声腔体系中，湖北人贡献的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声腔二黄，故当楚伶将之带至北京，京城人直

接称其为“二黄（腔）”、“汉调二黄”，抑或简称为“黄腔”。早期进京汉调，因已融合了西皮腔，故具有

“高而急”的特点，于是《都门杂咏》以“时尚黄腔似喊雷”瑏瑠来总结汉调的特点。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初
刻本《都门纪略》也有“今日又尚黄腔，铙歌妙舞，响遏行云”之类似的说法瑏瑡。但很快，余三胜等楚伶对

黄腔作了改革，使之更加靠近昆腔的雅致，曼殊震钧《天咫偶闻》卷 ７ 记录了进京汉调的声腔风格演化
的轨迹：“道光末忽盛行二黄腔，其声比弋则高而急，其辞皆市井鄙俚，无复昆弋之雅。初，唱者名正宫

调，声尚高亢。同治中又变为二六板，则繁音促节矣。”瑏瑢余三胜等楚伶对汉调的变革，使其楚声的地域

色彩更为鲜明。

据上梳理，明末兴盛于沙市的楚调在清初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逐步与昆腔、秦腔等“时调”融合，

终在清中叶的汉口完成皮黄的合奏。直至乾隆年间，合奏的皮黄声腔北上京城，南下粤东，都被称为“楚

调（腔）”，延续了明末清初楚调的声腔传统。以“汉调”称呼皮黄合奏的皮黄声腔，大约始于道光年间。

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前后，湖北黄冈、汉阳、江夏等地发生大水灾，一批楚伶王洪贵、李六、范四宝、朱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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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胜、龙德云等为生计而进京搭演徽班①。自此后，由进京楚伶带入京城的皮黄声腔，被北京民众称为

“汉调”、“二黄”、“汉调二黄”或“黄腔”。道光年间楚调转称“汉调”、“黄腔”，是楚调向皮黄合流汉调完

成腔体演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汉调真正成为皮黄声腔代表性称谓的节点。

结　语

皮黄声腔的源起及其早期形态，一直以来是声腔史、剧种史及近代戏曲发展史研究的一个难点和薄

弱环节。我们通过对明末清初楚调文献的梳理，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明万历年间沙市的楚调，是皮黄声腔中二黄腔的重要源头。汉剧作为楚地孕育的皮黄剧种，

其历史应该从袁中道《游居
!

录》记载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沙市搬演楚调《金钗记》算起。汉剧的历史，
距今刚好 ４００ 年。

（二）生成于沙市的楚调，从明万历年间至清中叶，并不是断裂的，而是以勃兴的面貌和独立声腔的

姿态活跃在湖北、湖南甚至江浙一带，被文人视为一种戏曲“新声”。流播至大江南北的皮黄声腔，直至

清乾隆年间仍被称之为“楚调”，延续了人们对明末清初楚调（实即二黄腔）的认知习惯和传统，充分凸

显了楚调艺术脉络的延续性。

（三）楚调诞生之后，以兼容并蓄的姿态，不断与昆腔、秦腔及其他声腔发生融合，最终促成与秦腔

西皮的合奏，实现皮黄声腔在湖北的合流，完成了楚调向皮黄合流汉调的声腔演化。

（四）道光十年前后，余三胜等楚伶集中进京，带去皮黄合流的楚调“新声”，楚调遂被改称为“汉调”

（或“黄腔”），为京剧等皮黄声腔剧种的形成，奠定了艺术基础。

总之，明末湖广公安籍文学家袁中道《游居
!

录》关于沙市楚调的记载，为我们研究皮黄声腔的历

史起点，追溯汉剧、京剧等皮黄剧种的声腔艺术源流，探寻完整历史意味的楚调演化轨迹以及辨明“楚

调”、“楚腔”、“汉调”、“黄腔”等名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涵，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文献依据。在此基础

上，进而探寻楚调缘起及其腔体演化的规律，对我们深入研究汉剧史、京剧史及清代戏曲发展史，都具有

重要价值和意义。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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